
  

 

第 4 章  “出了问题，我负责！” 

 

 

无论在哪个领域，国际合作成功与否，相处的活动对象，即对口

合作伙伴的因素至关重要。 

我们的合作项目起步时在大同市周边农村地带，呈面包圈形状，

有 10 个县，被称为“雁北地区”。1993 年 7 月，也就是在绿化合作

项目开始后的第二年，其中的 7 个县合并到大同市管辖，变成了现在

超大的“大同市”。 

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人事变动频繁，每次去的时候负责人都发生

变化，没有从头到尾一直顶下来的人。从 1994 年春天开始，负责人

由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祁学峰担任。他在城市长大，对农村情况不甚了

解。我和他一起走访农村，住在农家。 

我看好祁学峰，是因为有过这么一桩事。1994 年 3 月，我们一

起去了广灵县平城乡。对祁学峰来讲，那是第一次到农村。我们走访

的农村是很普通的一个村庄，我听说在乡北部黄土丘陵有一个环境极

其恶劣的贫困村庄。降水量少，干旱至极。我很想亲眼目睹这个村子

的现状。 

可是，当地的干部不想让一个老外去看那个村子。为了打消我的

念头，摆出各种理由，什么路坏了去不了呀，走着去得要半天呀，等

等。可能是祁学峰也想去看看，他就说服干部们，结果直到傍晚才算

说通。 

村里的农家尽是破房子。夜幕降临，天空下着小雪，更觉寒气逼

人。从瘦骨粼粼的羊儿也可以看出刚刚熬过了饲料匮乏的严冬。 



  

我们走访了一家农户。一对老夫妇和小孙子正在吃晚饭。年轻夫

妇在外打工，不在村里。直接放在火炕上的脸盆儿盛着少得可怜的小

米粥，还有一个辣酱瓶。 

所谓家具，一件没有。在火炕的角落里，堆放着棉絮外露的破棉

被。外屋地上水缸旁边堆放着两个麻包袋，里面装着玉米。自家打下

来的粮食已经荡然无存，麻包里的玉米是政府发下的救济口粮，必须

省吃俭用坚持到今年秋收。 

—————————————— 

图：这是和祁学峰走访的苑西庄村农户。连续三年的旱灾使家里的粮食

荡然无存，只能依靠政府发下的救济口粮。（广灵县，1994 年 3 月） 

—————————————— 

 

见到这个情形，我拿起了照相机和摄像机。当地干部马上开始围



  

攻祁学峰。 

“你领外国人到这么穷的村子来，难道还让他照相吗！” 

话音一落，祁学峰毫不犹豫地回答：“出了问题，我负责！” 

结果，在场的干部也应声附和道：“既然你那么说，那我也负责。”

因此，我照相得到了允许。我和不少中国人打过交道，像他这样敢作

敢为的人还真少见。 

我们走访的这个村子是广灵县平城乡苑西庄村，就是我们以后帮

助打了一口水井的村庄。那以后我对祁学峰讲起这段往事时，他说：

“那时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并引用了“出生牛犊

不怕虎”的谚语。 

 

成立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 

 

在合作活动初期，我们曾经说：“要把这项合作活动持续 20 年。”

说这话的是石原忠一顾问。我也认为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种植

的松树培育到可以间伐带来效益需要 20 年。结果后开始自然更新也

需要 20 年。 

我要挟祁学峰：“我们已下决心坚持 20 年，你也要负责这个项目

20 年。”我认为，没有一种长期持续下去的思想准备，没有一个稳定

的工作机构，最后还是有始无终。我看好祁学峰，为了把他留下，所

以提议成立专门的事务所，由他出任所长。 

青年联合会的母体是共产主义共青团，是党和政府的预备梯队。

大同市青年联合会的主席是大同市团委书记，过了 35 岁就要毕业离

任，就任下属县的县长等职务。我也知道要想长期留住祁学峰这样的

人才，并不现实。 

我讲了下面的那些话来说服祁学峰。大多中国人对历史感兴趣，

只要稍微了解历史的中国人恐怕都会知道灵丘县的平型关。卢沟桥事



  

变爆发以后，日军开始扫荡山西，占领了大同，然后南下进攻。林彪

率领八路军在这个平型关伏击日军，歼灭了板垣师团。这场战役是开

战以来中方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 

图：在苑西庄村打井后，我和祁学峰在纪念碑前合影。我们俩像兄弟一

样从事着绿化事业。（广灵县，1998 年 6 月） 

—————————————— 

 

60 年代初，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在平型关建立了十分漂亮的纪

念馆。可是随着林彪的倒台，纪念馆也遭到了破坏。在我 1993 年访

问这里的时候，陈列的文物都已被撤走，窗户玻璃千疮百孔，成为废

墟。纪念馆不允许我拍照，也不让我在日本发表所见所闻。在 1995

年庆祝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纪念馆重新得到修缮，可是我还没有



  

看到。 

当初为了配合纪念馆的建设，在纪念馆周围的山上栽种了松树。

30 年过去，已是绿树成荫，种子飞散，开始自然更新。 

“至于你，今后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步步登高。可是，

尽管那个纪念馆已经成为废墟，但是周围的松树依然绿色满山。绿化

的工作枯燥乏味，年轻人不会对它感兴趣，但是你要深知它的意义。” 

那以后不久，“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成立了。名称是中方

根据我们的名称起的，祁学峰就任了所长。 

我的那番话肯定会留在他的印象里。几年过后，我想让另外一位

女士接任此项工作时，祁学峰笑着说：“怎么，又想来次平型关教育

吧。” 

可惜，福无双至，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据祁学峰讲：“庙太小

了，招不来和尚。”那位女士不久就被调到城区任副区长去了。但是

至今，她也是最理解绿化事业的人之一。 

 

女干部 

 

我的年龄已到 50 多岁，迄今和女性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却很长，

在中国活动期间亦是如此。这些女性大多非常优秀，而且能力出类拔

萃。对女性没有偏见，是我的至福。 

我时常感到中国的女性在社会的舞台上比日本的女性活跃。可

是，这只是在城市，而农村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首先，女干部数量很少。虽然副县长级和乡镇的干部也不是没有，

但为数不多。而且一把手都是男性，女性一般担任副职。共青团的县

委，在常任的干部中，女性比例很小。 

    绿化活动开始时，好多事情弄不懂。经过两三年后多少有些明白

过来了。在共青团的干部中，有的人毫无能力，热衷的只是拉关系，



  

找门路。具体说是打扑克，搓麻将，对领导阿谀奉承。 

    我觉得这种活法也未尝不可。可是，这样的人担任干部可就难办

了。还有的人是因为父母是干部。虽然干部子弟不是不可以当干部，

但是让毫无能力的人担任干部，是他本人的不幸，对普通百姓更是不

幸。 

女干部虽然很少，但是干事让人放心。 

我的看法也许不全面，但实际情况并不离谱。 

那是 1994 年夏天的事。我们召集各区、县的共青团干部在浑源

县开会，我在会上也做了发言，开头泛泛地谈了一下总体情况，然后

切入了所谓正题。 

“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女性，对环境问题都抱有更大的热情。我

们这项绿化事业如果没有女性参加，就不会有发展。可是在大同，共

青团里女干部却很少，如此下去，工作不可能顺利进行。我给大家留

出两年时间，到期还没有女干部的区县，我们就想断绝和他们的合作

关系。这并不是干涉内政，我们也应该有选择朋友的权利。怎么样？” 

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在会场中央大叫：“同意！”她是南郊区的徐

尚红，是今天与会的 4个区 7 个县中惟一的一位女团委书记。这并不

是我们事先预谋好的。我趁热打铁：“因为有人积极赞成，那么就把

它作为本次会议的决议。” 

徐尚红现在是城区的副区长。我的说服工作没有成功，就是指她。 

几乎所有县的共青团在一年内都任用了女干部。但这并不是因为

我的提议，而是势在必行。总之，感觉挺爽。 

但是，浑源县进展不顺。浑源县是合作活动起步时期设立的点。

1992 年秋天，我走访农村时同行的王有全在那以后担任了共青团书

记。他真是个好人，好像一尊弥勒佛，总是笑脸相迎，没有丝毫邪念。

我跟他说事，他老是满口答应“没问题！”可又总不兑现。当再见到

他时，他又会说：“高见，下次一定办到。”  



  

“我不想和老朋友分手再见，女干部的事你可得想想办法。” 

我对他这么一说，他一改往常“没问题”的口头禅，现出一副沉

重的表情。 

“唉，没人才啊。” 

“那你就回家看孩子，让你老婆来当共青团书记，保证比你干得

强。”我半开玩笑地说。 

当王有全兴奋地对我说“浑源县的共青团有女干部了”的时候，

已是两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1996 年，我们在已经初具规模的环境林中心会议室，召开了各

区、县共青团的代表联席会议。我尝到了上次会议的甜头，便开玩笑

说：“今后凡是没有女性担任副书记以上职务的县，我们准备和它断

绝关系。” 

一听这话，共青团大同市委书记郜向华说：“虽然高见提出这样

的要求，但是大同市团委没有女副书记。那么我想，把祁学峰撤下来，

找位女同志担任副书记，你意如何？” 

这个时期没有祁学峰，合作项目还真搞不下去。我一下哑口无言，

让郜书记钻了个空子。 

中国有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在我们的绿化合作活动中，

妇女的作用何止“半边”！为建立环境林中心功不可没的邢雁俐经理、

现任大同事务所所长的武春珍、从事护理工作并为我们做翻译的王

萍、从北京多次往返大同为合作事业铺路的王黎杰。我由衷地感谢你

们。 

 

大同培养的翻译 

 

1995 年春天到大同时，祁学峰领来一个翻译作为候补。如果当

地有翻译，工作起来会很方便，但找了一圈也没有理想的翻译。至于



  

原因，一是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论，再者城里人不愿意去农村。 

新来的翻译是位女士，叫王萍。四五年前曾经到日本的埼玉医科

大学研修过一年护理业务，现在日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她能行吗？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初次见面时，她还有些紧张，但是以后经常咯咯咯地笑，一笑，

脸蛋儿更圆了。无论看到什么，无论听到什么，总是笑个不停。我一

般不喜欢这种人，但她例外。 

走访农村是我的工作，因此她也跟我一起下农村。她在大同长大，

迄今没有下过农村。 

“高见，真没想到，这小姑娘比我女儿大，可是怎么长得这么小

呢？农村和城市比，好像能差两三岁。什么原因呢？” 

她不问村里的小朋友，却来问我。 

天镇县李二烟村是我们绿化项目点中自然条件最差的村子之一。

尽管如此，村民们无不得意，说：“这个村的泉水无论怎么天旱，从

来没有枯过。”不知情者会以为这里是多么好的地方，实际上所说的

泉水是沟底涌出来的水。看到像抹布拧出来的脏水的颜色，王萍问我：

“这、这水能喝吗？” 

每当此时，我总说：“这种事以后别问我！你的工作是干什么的？” 

王萍的本职工作是传染病医院的护士。现在提升了，担任管理

150 人的护士长。 

王萍说她回到医院讲起这些农村见闻时，医生和护士们全然不

信。距大同市区仅离 10 公里的地方，这样的农村比比皆是，清楚地

显示了城市和农村的距离和关系。 

就是这个王萍，当 1996 年夏天，我到面对徐疃乡 6 万株的杏树

全军覆没！而与乡里的干部发火时，我气得一脚把椅子踹翻：“跟你

说这些废话没用。我们走！”王萍却一边笑着一边翻译，因此对王萍

很气恼。 



  

“你这么个翻法，根本传递不了我的意图。” 

“可是我把你的话忠实地转达给他们了呀。” 

“可我在这里生气，你在那里却笑呵呵地翻译……” 

“你说你生气，可看你那样子特逗。我头一次见你这样。”说着

说着，又笑起来了 

你说，这架还能打得起来？ 

—————————————— 

图：翻译王萍。她回到医院讲起农村见闻，谁都不信。右边是远田宏顾

问。（大同县，1996 年 8月 桥本紘二摄影） 

—————————————— 

     

也许这样的效果反而不错。有王萍做翻译，我无论说什么，最后

都不会动真格打起架来。在这样反复过程中，王萍的翻译水平提高了。

当我们现任代表立花吉茂、远田宏走访各处现场时，她都陪同做翻译。



  

她非常投入，掌握了许多有关植物的词汇，翻译也大有长进。 

    当然，她也有犯糊涂的地方。我们在一起活动都过了两年了，有

一次看见我签字，她说“你的名字原来这么写呀！”她原来以为的是

哪两个字呢？也难怪，“高见”在中文里是“见解高明”的意思，无

论如何和我联系不到一块儿，倒也不是她的责任。 

    有一次，我们正在闲聊中央领导的话题，她也参加进来。一起聊

天倒也无所谓，可她突然问道：“胡耀邦现在干什么呢？”整个一个

犯糊涂。原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早在 1989 年就逝世了。不过，对政治

感觉迟钝，也正是她的善良所在。 

 

    慰问张家口地震受灾地 

 

 —————————————— 

图：合作重建张家口附近的小学校。捐建仪式结束后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合影。（张家口市张北县，1998 年 3 月 ） 



  

   我们合作项目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展，是因为有合作伙伴的努力配

合。如果认为我去了就会解决问题，我不在办不了事，那可就大错特

错了。他们所做的事情，我根本代替不了。在中国，人际关系应该如

何处理，有着深奥的学问，和他们相比，我等之辈还只是个小学生。 

    这一点，从“绿色地球网络”大同事务所现任所长武春珍那里就

可以感受到。叫她“武所长”，总觉得别扭，不妨还是像平时那样，

叫她“小武”好了。和小武在一起工作是从 1998 年 1 月开始的。当

时的大同事务所所长祁学峰把她调来担任副所长，来前她是共青团的

研究室副主任。 

大同每当这个季节，即使白天温度也低于零度，不适于在户外活

动。趁着人们猫冬时候，我就去做农村调查，这样持续了多年。就在

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刚到天镇县的招待所，房子就开

始摇晃起来。地震！而且震源离这里不远！ 

看了电视报道，知道了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尚义县之间的

县境是震源地。察看地图，离这里只有 80 公里。我立即决定去受灾

地看看，经过转达后，大同事务所答复我：就按高见的想法办！ 

我真高兴。 

翌日清早，他们就给张家口市政府打电话联系，问领外国人去可

不可以。 

“过后给你们回话，你们在那儿等消息。” 

我很着急，通过电话不可能得到许可。如果答复不行，反而被动。

我决定干脆先上车，赶往受灾地。 

在张北县的路口设有军方检查站。同行的一个人对我说：“高见，

你千万不要吱声！”我马上把抱在怀里的录像机藏在座位底下。车子

一停，小武就跑了出去，开始和检查站的负责人交涉。跑到外面可能

是为了分散对车里的注意力吧。没费什么劲儿，就让我们车通行了，

而一些外交官和记者们以及其他外国人被从这里撵了回去。 



  

到了县政府，小武又去交涉，半天也没回来。祁学峰为什么不去

呢？我感到奇怪。祁学峰漫不经心地回答：“这种事我可是甘拜下风。” 

小武终于回来了。她报告说：“最开始见到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说明了事由之后，他说开始就没有设想外国人来的问题，他定不了。

又找到县长去说，也说定不了。见到副市长秘书了，结果也说不敢定。

最后见到了市长本人，说明情况后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条件是不许照

相，不许录像。我寻思，虽然高见可能不满意，可是没有当地人带领

进不去现场呀。” 

她说：“我在说服市长时说，我知道规定不允许外国人靠近现场。

但是，高见已经持续 6年往来大同，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同时，

高见又是日本阪神大地震的亲历者，一直参加救灾活动。现在他得知

这里发生了地震，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所以请你们考虑一下这种特

殊情况。市长听到这种情况，对高见的精神很感动，所以破例同意了。” 

我们一起走访了地震受灾地。关于这些情况，因为脱离话题，所

以在此不做详述，只想强调一点，解放军为主的抗震救灾人员工作做

得紧张有序，而且训练有素。 

回到县政府，我把带来的钱拿出一半，6 万日元作为赈灾捐款交

给了县长，并举行了非常简单的捐款仪式。在此期间，小武找到新华

社的记者，并安排了采访。 

“我找《人民日报》的记者，但没有找到。”小武说。但我觉得

找到新华社更好。 

当天，“日本人来到救灾现场慰问，并捐赠了赈灾款”的消息发

往世界各国，诸如我说我是 NGO（非政府组织）成员，“受害情况并

不十分严重，救灾活动组织得力，非常顺利”的谈话也被报道出去。

据说有些欧洲国家见到这篇报道后解除了待命状态。过后，我更加意

识到了 NGO 信息的责任之重。 

我也因此放心了。不仅得到了市长的许可，而且躲过了军队的哨



  

卡。虽然对我无所谓，可是他们也许会因此而受到责怪。新华社在地

方很有权威性，有了新华社报道的尚方宝剑，地方政府也就不会因此

被问责了。 

在回大同的路上，小武开口说：“今天见到的那些干部都生怕树

叶掉下来打破脑袋。”用日文来表达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暗

自窃喜：这人挺有意思。 

“高见遇事果断，让人吃惊。”小武说。 

我们的这次经历实在难得。前辈樱井尚武读了我那天的日记，说：

“这简直可以拍一部电影。”比起风平浪静，在惊涛骇浪中同舟共济，

能更加深相互的理解和彼此信赖。 

 

能言善辩的干将 

 

武春珍所长的交涉能力令人叹服。她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对手寸

步不让，能言善辩，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最后，交涉的对方大都告

饶。 

如果是男的，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大功告成后，她莞尔一笑，

说声“谢谢！”只有这两个字说得甜甜的。 

知道她的伎俩以后，我说：“我现在才算知道，你那时说什么张

家口的市长同意去地震受灾地是因为被高见的精神感动了，肯定不是

这么回事。人家市长在第一线指挥抗震救灾，正忙得晕头转向，你可

倒好，在那儿缠住人家不放，市长无可奈何，只好说‘你这小丫头，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得得，就按你说的，少废话，赶快给我走

人！’” 

小武一听，说：“绝对没那么回事儿！市长真的是被高见的精神

感动了。” 

我想，我的推断十有八九是对的。 



  

像小武这样的人，为解决难题时而顶撞上级，很有胆量。可是，

面对农民或者部下，用这种方式就容易惹出问题。 

这是“富士施乐端数俱乐部”
①
的绿化植树团访问浑源县吴城乡

时发生的事。植树团分为几个小组在农家吃午饭。可能是吃得高兴了，

到了集合时间，一个组都没回来。这时她大发雷霆，冲我发火倒也无

所谓，可是她把村干部给损了一顿，说：“毫无时间观念！” 

“你不了解农村，农村和城市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你用城市

的标准要求农村是行不通的，而且这样做不好。” 

听我这么一说，她矛头马上就冲着我来了：“问题不在于是农村

还是城市，而是正确不正确。高见袒护错误，这样不好。我是中国人，

对农村的事自然了解。” 

在祁学峰担任所长期间，即使发生这样的事也不必担心。他对小

武很了解，用她时尽量发挥她的长处。祁学峰问我：“怎么样？你觉

得武春珍还可以用吧？”我当着她的面，回答：“还不行。小武现在

还没有自己的话，尽说面上的套话。”祁学峰接过我的话，说：“你说

的我不反对。她还没有自己的经验。”小武听了这话，一句也没有反

驳，默不做声。 

1998 年夏天，一直担任青联副主席的祁学峰开始担任主席职务。

在他担任副主席期间还能够专心致志地领导合作项目，但当了主席以

后，由于领导范围扩大了许多，所以事务所里的日常工作必须找其他

人担任。就这样，原来担任副所长的武春珍接任了所长职务。说心里

话，我对她还不放心，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有的人甚至说： 

“要是武春珍当所长，我就不想再干了。”他们并不是直接找我说的

这些话，而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我的耳朵。我虽然说不好中国话，

但是听力不差，甚至大同的方言也能听懂许多，有时他们之间的谈话

                                                        
① 端数：即零头。富士施乐工会会员将工资零头部分作为绿化项目的捐款。——

译注 



  

内容我也能听懂。 

在同一时期，为创立环境林中心并使中心走上正轨的邢雁俐经理

荣升为云冈宾馆的副经理。经过多年的努力好不容易创建的架子面临

风雨飘摇的困境。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复正常呢？不稳定的状态使我陷

入窘境。 

 

只要负起责任，人就能成长 

 

2000 年夏天，我和远田先生在房间里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反

复说着同一件事。 

“小武真让人出乎意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进步这么快。” 

远田先生好像对此也没有异议。两年前，小武就任所长时，我还

有些顾虑。到底什么发生变化了呢？ 

1998 年 1 月，我在走访了张家口市张北县的地震受灾地以后回

到日本，开始了呼吁救灾活动。当接到会员荣永赖子筹集来的赈灾款

时，受其鼓舞，决定重建一所遭受地震而倒塌的小学校。广播和报纸

报道了相关内容，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所需资金。因为国外对这次

地震也做了报道，而且阪神大地震过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比较引起

人们的关注。 

小武负责同当地的联系工作。尽管最后建成了很漂亮的小学校，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怨言不断，一个劲儿地说“麻烦”，说张北县

太保守，动作太迟钝。 

“我说小武呀，我们绿化合作当初，大同还不如现在的张北呢。

有时甚至不讲道理地通告我们‘再往前禁止拍照，照相机全由我们保

管’。” 

小武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 

但是，像小武这样有话全倒出来，对我们来说很难得，这样我们



  

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加深相互沟通。小武有这样那样的不满，

正说明她对工作有责任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表面上说得冠冕堂

皇，实际上光说不做的人不是大有人在吗？ 

我下了决心，要全力以赴支持以武春珍为中心的班子。对大同的

绿化活动来说，最重要的是中方的合作人员要踏实可靠。要想使整个

机器运转起来，必须要稳定轴心。目前这个轴心只有武春珍，不能出

现任何动摇她的因素。 

但是，武春珍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开了局面。她对任何工作都积极

肯干，毫不退缩。她的性格决定了在工作中会发生碰撞，一发生碰撞

就会注意到出现的问题。如果工作只满足于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那

么这个人既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得到成长。 

就像以前拽上祁学峰那样，我也带上武春珍到处走。既让她住过

贫困农户，也让她登过山，爬过坡。没有去过农村的人，一般来讲都

会吃不消的。比她年轻的共青团干部有不少人打了退堂鼓。遇上比较

棘手的村庄，项目就让小武出面负责。小武有时虽有牢骚，但从来没

有退却过。 

时间长了，周围的中方人员对小武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在小

武就任所长时，有人曾说：“当上个芝麻官，有什么可张狂的……”

可是现在也都刮目相看了。这从小武工作越来越忙也可见一斑。 

虽然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是大同一带比较滞后。无论做什么，几

乎都要依靠个人关系。工作会都压在有能力的人身上，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人的能力也随之越来越强。能力欠缺的人只完成交给的任务就万

事大吉了。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人一旦意识到整个担

子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成长。”看到这段时间小武的变化，觉

得确实如此。小武以往的那些套话也越来越少了。 

大同市委副书记会见时问我：“他们工作得怎么样啊？”我回答：



  

“还可以。”小武在旁边插嘴道：“人家拼死拼活地干，只说个‘还可

以’就完了。在领导面前，你得表扬表扬我们才是。” 

“那好，说‘好极了！’行吧。” 

小武马上答道：“什么？‘好极了！’你这么说，人家反而不信了。” 

听了这话，大家哄堂大笑。 

 

—————————————— 

P115 图：在环境林中心和中方职员在一起合影。后排右四是祁学峰，

其左是魏生学，侯喜。前排中央是武春珍。 

—————————————— 

 

祁学峰之后 

 

2001 年，祁学峰离开了共青团的工作，新任职务是南郊区党委



  

副书记。从 1994 年开始，8 年时间他一直参与绿化事业工作。虽然

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项目，但是双方具体负责人之间如果缺乏默

契，工作不可能顺利开展。可以说，我和他是非常好的搭档。 

1996 年，他在给绿化植树团讲话时说：“自己在刚开始阶段只是

作为任务接受下来参加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这项工作

的重要性，所以自己开始主动思考怎样去开展这项活动了。现在我把

它当作实现自我的事业来对待。” 

我也对大家说：“我和他好像亲兄弟。当然我是哥哥，他是弟弟。

可是叫人窝心的是，和大多数家庭一样，弟弟都是又聪明、又能干。” 

祁学峰生长在大同市，1994 年和我去农村是第一次。那时还没

有环境林中心，他和我从这个县跑到那个县，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

每天东奔西走，在农家过了好几天。在城市长大的祁学峰应该比我更

感辛苦。过后，他好长时间腰痛缠身。 

在四处奔波现场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越来越接

近了。两个人很少废话，大多问题都会当场拍板决定。有时碰到问题

同时讲出意见时，翻译王萍说：“你们二位讲的意见完全一样。”我说：

“你这翻译当得可够舒服的了。” 

为了留住祁学峰，我做了许多工作，背后也使了不少劲儿。团中

央的干部说：“听说高见连共青团的人事安排都要插手。”我说：“没

有办法呀，我这边儿也是火上房了。” 

团中央的干部多次对我说：“高见，你运气真不错，像祁学峰这

样的干部，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2001 年末，我见到了祁学峰，此时他已经就任新职务，看样子

很忙。据说刚走马上任南郊区副书记，就发生了小煤窑人身伤亡事故。

山西省在 9天内发生了 5 起煤矿事故，一百多人丧生。祁学峰刚赴任

就被推上了负责的岗位。 

“来此上任前，我认为南郊区是很富有的地方。但是，没想到有



  

很多难题摆在面前。小煤窑矿工没有土地，全部收入都靠小煤窑，小

煤窑一关闭，这些人的生活毫无出路。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我采取当年和高见一起走访农村时一样的办法。刚开始，农民

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当你坐上农家的炕头，和他们同吃一锅饭、一起

喝酒时，他们就会掏出心窝儿里的话。不是这样吗？ 

“和那时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了点儿权了。农民的要求并不高。

许多问题当场就可以解决。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指示秘书就能解决。

当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向他们解释，过后一定研究解决。因此，农

民理解我，相信我。在干部队伍中，有的人不去现场，动不动就发号

施令，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无非害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我

自己做的事，决不逃避责任。 

“和高见一起走访农村时，现场的问题尽量在现场解决。那时掌

握的工作方式，对我来说是财富。”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高兴。 

 

 


